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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应该从三个层次上认识意识

形态概念 ,即世界观、思想和信念体系以及政策的掩饰和包装。意识形态作为看世界的方

式 ,作为整合社会不同观念的工具 ,作为对外政策的合理化“证明”,在具体政策影响上是潜

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有其深刻的作用 ,但是不应超越历史 ,忽视历史内容的必要限度 ,而应

从历史中去寻找根由。以美国为例分析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可以发现 ,美国对外政策中

存在着“天定命运”、“美国例外”和自奉的“利他主义”等几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形态对

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时清晰 ,有时模糊 ,但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而是具有深厚的精英或大

众的认同基础 ,因此 ,必须客观而细致地辨析和认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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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是一个人们广泛运用但又研究得很少的

问题 ,也是一个多义而模糊的概念 ,它经常出现在国际

关系的研究文献和实践领域中 ,但通常都被当作不言

自明之理而不加界定。“意识形态很重要 ,因为它们构

成一个框架 ,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

题 ,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① 但是 ,

对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这

个问题 ,国内还缺乏比较系统的分析。为了能给这项

研究做一点铺垫 ,本文拟就意识形态的概念、意识形态

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以及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

的影响等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意识形态的概念

　　意识形态 (ideology)一词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末 ,一

般认为是法国哲学家托拉西 (Antoine Destutt de Tracy)

于 1797 年首先使用 ,用以表示一种专门研究“观念”的

科学。但很快 ,“意识形态”就被用于指称关于社会的

观念。自此以后 ,这一术语得到广泛的使用 ,尤其是在

20 世纪。英国学者迈克尔·弗里登认为 ,“在过去的半

个世纪中 ,意识形态概念成为最复杂、最可争辩的政治

概念之一。”②这大概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说它复杂 ,

是因为人们在认识意识形态和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层次和意义上来运用的 ,有时虽然

同样是在谈意识形态 ,而所使用概念的内涵却相差很

大。因此 ,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必须从厘清

概念入手。

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 ,“意识形态是

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 ,它以表现、解释

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

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 ,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

和方式。”③ 也就是说 ,人们借助意识形态这个标准杠

杆来选择不同的决策路线和行为方案 ,它是人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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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不必解释、深信不疑、甚至情有独钟的价值评判的

根据。正是由于这个先定价值标准的存在 ,使得人们

的行为和观念产出带有一定的逻辑联系和相互呼应的

总体特征 ,因此人们很难把作为“最终产品”的理论思

想和作为“生产工具”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 ,而是常常

把二者混在一起来认识。比如哈里·约翰逊 ( Harry M.

Johnson)认为 ,该词被运用得最广泛的定义是指“构成

一种社会政治纲领的整套主张、理论和目标”。约翰·

普拉门纳兹 (John Plamenatz)曾经从两个角度分析意识

形态 :一种被他称为“total ideology”,指明确的世界观 ,

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最终产品”

的意识形态概念) ;另一种是“partial ideology”,指社会

的“隐含的”价值观 ,没有前者那样的严格 ,接近于一般

所说的信念体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作为“生产工具”

的意识形态概念) 。①

我们认为 ,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的一种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体系 ,旨在解释世界和改

造世界。它是一个观念体系 ,但不是一般性的 ,而是系

统化了的观念体系 ,是指向某种目标和理想的、把一种

特定的社会立场合理化或正当化的思想观念体系。

我们所理解的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具有四个特

点 :1)稳定性。意识形态一旦形成 ,就是比较稳定的、

不容易发生变化的。2) 连贯性。在纵向的时间维度

上 ,意识形态是连续地贯穿前后的 ;在横向的不同领域

不同问题上 ,特定的意识形态也是连贯一致的。3) 潜

在性。意识形态是无声的 ,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但又

是确确实实存在的。4)封闭性。意识形态往往是一个

自圆其说的封闭系统 ,通常自我标榜其正确性 ,甚至宣

称自己是惟一正确的 ,对外界不同思想观念采取一种

排拒的态度。因此 ,它常常要求他人不加置疑地服从 ,

并视这种服从为具有道德操守的表现。冷战时期 (以

及冷战之后)美国的反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兼备以上

这些特点。

不过 ,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稳定性、连贯性、潜在性

和封闭性的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 ,因而有强弱之分。

但不管是强势的还是弱势的意识形态 ,一般都具有一

种情感性和煽动性的力量。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吉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 ,论述了“作为一个文化

体系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意识形态首要的文化和象征

的性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作者丹尼尔·贝尔认

为 ,吉尔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但与此同时 ,他忽视

了给予意识形态以情感性和煽动性力量的那个特定的

政治维度。② 在我们看来 ,意识形态常常具有道义的

和情感的诉求 ,把世界上的事物做善恶、美丑、光明与

黑暗、自由与奴役的区分 ,这种情感的诉求常常在深层

次上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和行为。

意识形态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思想体系和系统化的

观念 ,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反映 ,这种反映可以是真

实的 ,也可以是虚假的。任何人都存在认识世界的活

动 ,但是由于认识背景、认识对象、认识范围和认识发

生机制的局限 ,人们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认识逻辑基础和解释世界的方法体系 ,这种方

法体系形成人们关于世界的思想和观念 ,如图腾崇拜、

宗教虔诚、宗法伦理等等 ,但是这些还不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般必须表明对于社会的总的看法、态度 ,明

确规定社会是什么和应该怎样等问题。图腾、宗教、伦

理等思想仅仅表明了个人和世界 (社会) 的关系 ,意识

形态必须表明社会与社会之间的模式优劣、体系选择 ,

是关于究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观念体系。正是

在这一层意义上 ,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

也认为 ,社会科学研究中 ,所谓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

个社会的系统方法 ,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 ,或者批判

这个社会 ,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

的依据 ⋯⋯”。③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可以认为 ,意识

形态带有信仰和不必解释的先定价值信条的成分 ,其

他的一切社会现象都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说明基础。

故此 ,意识形态是一种“为世人确定意义”的信念

和行动指南 ,是带有价值评判内涵的认识工具 ,它帮助

人们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梳理组合 ,奠定世界

和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基础。意识形态概念是从世界对

于人的价值意义的角度界定的 ,它帮助人们解释外部

世界的事务哪些是有价值的 ,哪些是没有价值的 ,而它

们自身则是“不会被挑战的答案”。这实际上是有机联

系在一起的 ,并且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有社会

成员的意识深处。当然 ,这并不是说在特定历史时期 ,

所有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是单一的、均质的 ,相反是彼

此交融的、混合共生的。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意识形

态还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关联 ,或者存在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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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描述某一时代的意识形态 ,只能依据占主导地位

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所谓占主导地位 ,主要是在当时

社会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并广为接受而实现了合法化

的。

某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成为一种策略和战术 ,被作

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卡尔·曼海姆称之为“特殊意

识形态”。这位德国社会学家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特殊

含义和总体含义 ,认为 ,“当‘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表示

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 ,这一概

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

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 ,而真正认识

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论敌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 :从

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 ,从处心积虑

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①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

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

大致是跟卡尔·曼海姆的特殊意识形态概念相一致

的。② 因此 ,我们在一些文献中接触到的“意识形态”,

有时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概念 ,它主要是一个国家或者

社会的统治集团和领导阶级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

程中的策略和战术 ,它被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来使用 ,主

要意图一方面是凝聚本国社会成员的向心力 ,保持同

步性 ,给自己的政策罩上一个神圣的光环 ,另一方面是

为了迷惑他人 ,掩盖自己的真正政策意图。

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意识形态”一条中注意到意识

形态与国际战争的关系问题 ,并认为过去的历次宗教

战争是“最显著的实例”,如十字军东征、天主教徒与耶

稣教徒的战争等。③ 但是 ,这仅仅触及问题的一个方

面。

意识形态 ,作为世界观、信念或手段有不同的含

义 ,因而同国际政治的关系也是多层次的。不过 ,无论

在哪个层次上 ,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政府所作所为

的思想价值基础或对此做出的解释。意识形态影响外

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付诸实施必然影响国际关

系。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也就是研究政

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所想、所说同所做之间的关系。意

识形态是一种间接的作用因素 ,其作用的发挥机制较

复杂 ,受到政府部门决策过程中的反复权衡、政府决策

过程的民主化程度和开放程度以及民众的心理、要求

等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 ,决策中存在着意识形态和

经验直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政府利益和民众利

益、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等因素的冲突 ,意识形态只是

影响对外政策的因素之一 ,并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和

制约。因此 ,在分析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关系时 ,既

要分析意识形态本身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功能 ,又要

分析其他影响因素 ,还要确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局

限和作用边界。但无论如何 ,意识形态总是间接地左

右着外交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的。

概括起来 ,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具有如下三种

作用功能。

第一是指导对外行为的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意识形态指导人们对于世界

的真理和价值的确定认识 ,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现实

行动的根本依据 ,因而限制了其对于国际现象的表达

方式和态度倾向。丹尼尔·贝尔指出 :“美国政治的特

殊方面之一是 ,尽管国内问题用醒目的、实际的术语来

进行辩论 ,并且以妥协告终 ,但是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

却常常使用道德术语。”④ 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

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度曾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

旨之一。自民族国家形成以来 ,国家利益和权力在国

家的对外行为中居于核心位置。这是人们心中一种现

实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对此 ,乔治·华盛顿在 1778

年曾经做过这样的表述 :“就人类的普遍体验而言 ,没

有一个国家比这个国家的利益更值得信任。”英国人帕

默斯顿同样有类似的名言 :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 ,也没

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既反映了人类对

国际关系的看法 ,同时也造就了近代以来国际关系活

生生的历史。

意识形态的第二种功能是合理化。

国家被确定是根据权力而行动的 ,那么如何认定

和谈论 (即所想和所说) 权力呢 ? 多数研究者认为 ,人

有一种矛盾心理 ,一方面认定自己应该追求权力和利

益 ,这是不用深究的坚定信念 ;另一方面 ,人们又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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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中表明这一点 ,仿佛这是十分不光彩的。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合理化功能问题 ,它包括两层含义 :

一是意识形态自觉的合理化功能 ,即自己主动地对外

交政策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也即对外政策实际上是

意识形态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展开。意识形态是

人们选择不同行动路线的判断标准 ,一个国家为什么

要采取维持现状的政策 ,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能够根据

国家的地位和利益所系 ,做出一种合乎逻辑的最佳解

释。二是意识形态被动地用来使外交政策合理化。一

个国家不愿让别的国家知道自己的真实政策意图 ,就

借助意识形态进行伪装 ,表明自己的立场符合正义。

比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在科索沃问题上 ,为了掩

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用“人道主义干预”、“维护人权”等

意识形态工具来掩护 ,为之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 ,国家之间难以真实地把

握他人对外交政策所做出的意识形态解释 ,即使在一

国本来并不存在的政策取向 ,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也会

被对方根据意识形态逻辑地推理成为必然的趋势。两

极时代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敌视将所有的问题都纳入

其中就是明证。

从另一个角度看 ,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在道德和法

律上包装对外政策 ,国家政策制定者也就自然倾向于

借助意识形态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和正义。当然 ,这

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纯粹是为外交政策做宣传的附加

部分。事实上 ,意识形态是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

的内在因素 ,这是由政治的本性和人们对政治的看法

所决定的。

有人把政治的核心内容定义为为权力而展开的斗

争 ,因此 ,参与政治过程的个体也就必定经常处于一种

模棱两可的状况。从一个方面看 ,他 (或国家) 积极活

动以夺取权力 ;而一旦拥有了政治权力 ,他 (或国家)就

成为其他权力争夺者的对象 ,因此又要针对别人以保

卫自己的权力。同时 ,在政治过程中 ,人们会认为自己

的权力欲望是正当的 ,又谴责别人想要支配他人的权

力欲望是不正当的。在政治过程中个体所处位置的这

种复杂性也必然反映在他们对政治的道德和理性的评

判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 ,既是积极

争夺权力的理由和根据 ,同时又是保卫自己权力免受

他人侵犯的理由和根据。虽然追求的是权力 ,但意识

形态参与其中使政治家和普通公众更心安理得。竞选

总统时 ,最不可能的口号是“我在追求权力”,而应当是

爱国爱民。对外侵略的国家从来不说自己在从事杀

戮 ,而更可能是说为了和平、正义或“生存空间”、地区

“共荣”。这一点 ,下文还将论及。

意识形态的第三种功能是社会整合功能。

尽管意识形态有时有掩饰的成分 ,但在对外政策

中意识形态并不是多余的。在国家内部 ,在保持整个

社会集团的统一性中 ,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

作用”(安东尼奥·葛兰西语) 。一个社会内部并不是铁

板一块的 ,会受到来自力量分布不均衡、社会内部矛

盾、外来冲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具有裂变和分化的可

能。比如每个社会都有穷人和富人、强者和弱者 ,某种

意识形态就可能是辩护或谴责这种情形 ,而为社会的

和谐与不安、个人的满足或不满提供证据。意识形态

能促成自我认同 ,使得政府的政策得到国内社会大多

数成员的呼应 ,有助于归属感的形成 ,它是国家认同的

工具。同时 ,意识形态还可以使社会新成员对现有秩

序的挑战得到合理的解释 ,把他们整合到一个统一的

社会秩序中 ,使国家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团结一致。同

时 ,意识形态是一种有效的精神武器 ,在国际事务中和

国际场合 ,能够长自己威风灭他人锐气。完整严密的

意识形态也可以避免给他人以攻击的口实 ,在推行自

己对外政策时可显得更加坚定和理直气壮。中国人也

许不会忘记 ,反对帝国主义曾经是一面多么激动人心、

凝聚人心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不管怎样 ,可以说 ,意识形态“并非某些人的伪善的偶

然产物”。①

但是 ,意识形态指导外交政策的功能也是有一定

限度的 ,意识形态为确定明确的外交政策目标提供了

指导 ,但对外政策目标受意识形态指导与对外政策完

全受意识形态支配不是一回事 ,因为对外关系的现实

品质规定了一国不能完全按意识形态办事 ,不同国家

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决策主体的主观判断和具体直

觉也起着很大作用。许多研究表明 ,如果没有毛泽东

等政治家 ,中国的政策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

同样是认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 ,各个国家的对外

政策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无法否认的。当然 ,问题要远

比这里所说的更为复杂 ,而真正的难处也就在于如何

把这种影响作用清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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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问题之所以带有很大的模糊

性 ,是因为三种层次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国家的对外政

策也变得模棱两可。所以 ,判断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

“不应仅仅在意识形态的性质中去找 ,而应在一国对外

政策的各种决定因素的总和中去寻找。”① 而“各种决

定因素的总和”正是存在于现实的历史关系之中 ,这应

当是明确了解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之间联系的核心。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 ,虽然正是

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 ,但是就这个抽象

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 ,而且只有

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

义。”② 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也不例外。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国家 ,有一种可以称作美

国信念的“意识形态”。瑞典著名学者冈纳·米尔达尔

曾经这样解释过两种核心的美国信念 :一是美国人坚

信个人的基本尊严 ,二是所有人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

自由、正义及公平机会的权利。米尔达尔等认为 ,美国

的信念和美国现实之间的紧张造成了“美国困境”。在

他看来 ,美国人正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做出了持续

不懈的努力 ,因此这种紧张也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

动力源泉。③美国政治学者罗纳德·奇尔科特也认为美

国到处充满了意识形态 ,尤其在政治领域内 ,“认为美

国好 ,认为进步是美国体制演变中所固有的 ,认为美国

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就是要保卫和扩展自由并在互

惠基础上保证经济繁荣。⋯⋯美国必须保卫自己不受

诸如国际共产主义等外力的渗透 ,这就产生了世界范

围内善与恶的冲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

的国家 ,必须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民

中显示它的文明传统。”④ 因此 ,不是没有意识形态 ,

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背后的、持久的和不易改变”

的因素 ,深深地扎根于美利坚民族的思想意识深处 ,成

为了一种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内心信念。在美国不到四

百年的民族历史中 ,与它的移民拓殖特性、地理上相对

隔离的环境以及独特的多元文化相对应 ,美国有自己

认识世界的思想工具、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体系和民

族生生息息持续发展的基本信念。当美国看世界时 ,

与宗教有关的强烈的道德义愤和道德主义是根深蒂固

的 ,而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因

此 ,正如迈克尔·亨特所说 ,“忽略了意识形态 ,想重新

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只要

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 ,或者对政策制

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 ,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

地位。”⑤

我们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因素时 ,经常碰

到另外两种重要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最典型的美国

外交政策意识形态是“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观。

“从安德鲁·杰克逊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这是一个

认为美利坚民族扩张其领土是‘天命所定’的时代。”⑥

信奉“天定命运”的美国人毫不怀疑自己是自由、民主、

追求幸福等不可剥夺的人类权利的当然卫士 ,东部探

险家和移民在西进过程中与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发生的

血腥和残暴都被“天定命运”这种半神学的观念所掩盖

了 ,仿佛北美大陆的命运就是等待着他们去占领 ,仿佛

这是神的旨意。后来 ,这种观念的支持者们开始认为

“天命”的范围不应当限制在北美大陆之内。19 世纪 ,

从《门罗宣言》关于阻止欧洲干涉美洲事务到“罗斯福

推论”关于“美国不能忽视它在西半球的责任”而任意

干涉美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一些美国人 ,特别是许多

牧师坚持 ,从北极到南极的整个西半球都命中注定归

美国人来殖民 ;有一小部分人士比较谨慎 ,他们只在天

命的范围是否包括加拿大这一点上展开过争论。可以

说 ,这种“天定命运”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直接关系 ,在

19 世纪的美国人中间不仅深得人心而且坦承不讳。

美国的这种“天定命运”信念随着美国国力的强盛而进

一步膨胀。

许多美国人还有一种自己在道德上奉若圭臬的

“利他主义”思想信念 ,认为美国的外交并不像其他一

般国家那样只为了一己私利 ,而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

甚至包括它的对手。在美国精英分子的思想意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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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美国代表着“白天的光亮”,在其他地方如非洲、拉

美、亚洲则为“黑暗”所笼罩 ,是一些“道德的荒原”,美

国担负着一种把光明和“基督的福音”带给这些民族的

使命。这种以一种意识形态代替政治生活事实的现

象 ,历史上有过经典一例。1899 年 ,美国印第安那州

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为吞并菲律宾辩护时称 ,我们应当

把基督教文明的祝福带给黄色皮肤的小兄弟 ,因为基

督也是为他们而献身的。与此同时 ,蔗糖问题、菲律宾

对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等都未在其中提及。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杜鲁门主义 ,则是建立在“帮

助希腊和土耳其免受国际共产主义暴政洪水般侵袭”

的基础之上。在杜鲁门等看来 ,所有的问题是世界被

划分为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人民和由苏联共产主义统治

的人民两类 ,援助希腊是世界范围内支援自由计划的

一部分。当人们在观察关于越南战争的合理化解释

时 ,会看到二战以来美国另一个公开宣传“利他的人道

主义目的”之例 ,也就是说 ,就像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一

样 ,美国并不是在追求传统的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 ,

也不是要恢复势力平衡 ,而是铲除国际关系中的邪恶 ,

帮助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

但是 ,抱持这种观念的美国意识形态及其主导的

亚洲政策在越南战争中栽了大跟斗。美国人可以把美

西战争、参加两次世界大战解释为为了正义和人道的

目的 ,因为战争的结果是自己胜利了 ,美国的“天定命

运”和“美国例外”胜利了。但是 ,随着现代通讯技术不

断把越南战争的残酷展示在美国公众眼前时 ,意识形

态变得不再雄辩了。通讯技术的巨大功能 ,是西进运

动、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时都没有的 ,它使意识形

态黯然失色。越南战争的结果改变了美国人对反共意

识形态的沉迷 ,但是它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美国人对

“自由”、种族和自己国家特性的认可。这些东西深深

扎根于美国国民意识的深层 ,并非短期的挑战所能撼

动。

尽管这样一些基本观念的存在影响着美国的对外

政策 ,但是它们并不能决定外交政策的具体内容 ,毕

竟 ,意识形态只是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比如 ,美

国的开国元勋大都相信美国对整个世界有一种特殊责

任。他们认为要救赎世界 ,美国应作为榜样而不是作

为主宰。换言之 ,就是通过内心而不是用武装干涉来

改造人类。后来 ,美国人又认为 ,“应当主动地像传教

士那样的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 ,而不是被动地、仅

仅用榜样示范的力量去影响别人”。② 美国信念要求

美国必须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以纠正“劣等民

族”的错误并使其尽快走上解放的道路。在这里 ,意识

形态不仅是外交政策的一个价值前提 ,又表现为对政

策的合理化。20 世纪前半期 ,美国还比较弱小 ,美国

要实现自己的信念目标只能通过所谓榜样的作用来影

响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的力量空前强

大 ,主张干涉的意识形态转而成为主流。故意识形态

强度的变化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波动 ,而客观条件和

力量对比的变化又影响着意识形态强度的变化。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 ,美国

国内的争论很多 ,也很激烈。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

中 ,乔治·凯南是一个重要代表。在他的《美国外交 ,

1900 - 1950》中 ,凯南批判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道

德和价值因素 (即第二层次的意识形态) 所起的作

用。③但是 ,反对者则认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

政策一直是依据国家利益来制定的 ,尽管用价值和道

德作为自己的辩护理由 (即意识形态的第三种面目) 。

他们认为 ,美国在 1917 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为

了保卫世界的民主制度 ,在 1941 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

战也不是为了实现罗斯福所说的“四大自由”。美国参

与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在于 (正如托马斯·杰斐逊

早在 1814 年就指出的) :如果“整个欧洲都屈从于一个

霸主”,美国的安全就将受到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 ,

美国是因为对抗西欧的斯大林主义化而对抗斯大林主

义的 ,尽管反对斯大林主义是一面重要旗帜。

凯南的批评者们认为 ,凯南虽然没有很好地回顾

历史 ,却的确很好地预测了未来。他们认为不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 ,而是在这之后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

交政策的影响上升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 ,美国进

入战后世界时抱有两个信念 :美国有责任开创和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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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和平框架 ,美国应当担负起推动世界民主化的使

命。①这是美国对整个世界形势和美国在其中角色定

位问题的基本看法 ,也被认为是主导美国战后外交的

主流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基于当时的人们对现实世界的

看法。杜鲁门、杜勒斯等美国政策制定者在经过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 ,对世界形成了一种完全经验性的看

法 ,认为绥靖将鼓励侵略 ,而任何侵略都会威胁其他独

立国家 ,故应当建立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机制。经过

对日本和欧洲的重建之后 ,美国人对自己改造世界的

信心更为增强 ,美国人甚至相信 :他们比别的国家更加

知道什么对他们更好。美国还认为自己资本主义式的

自由直接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 ,威胁不仅是

军事上而且还存在于经济、社会组织和思想方面。M.

贝科威茨等在研究了战后美国外交的一系列个案后指

出 :“最显著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的、一贯的反共思想

以及随之而产生的遏制和反对革命的干涉战略。对于

任何地方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散 ,美国对

外政策必须采取继续抵抗的立场 :这种信念左右了我

们对外政策的一切决定 ,限制了选择办法的范围 ,并规

定了抉择的政策 ⋯⋯事实上 ,可以有把握地说 ,战后时

期几乎每一项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决定 ,都是对某一

觉察到的或明显的共产主义威胁所做的反应。”②

可见 ,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容忽

视的。作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意

识形态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当然 ,由于意识形态何

时及如何发生作用的模糊性 ,要说清楚具体的作用机

理并不容易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

形态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我们认为应该对意识形态进

行分层次的认识 ,属于世界观层次的“信念”和属于价

值标准层次的“偏爱”应认真研究和分析 ,发现其在外

交政策中的规律。对属于政策掩饰和伪装的应加以辨

明 ,避免对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一概而论。

结　　论

　　当阿兰·卡索尔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用得极为

广泛而其含义又极为模糊的词语时 , ③我们不得不承

认他说明了一个事实 ,同时 ,这也是我们选择研究这个

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意识形态是一个困难的但又是

一个无法弃之不用的概念。

考察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的基本关系 ,也就是考

察对外政策制定者的想法、说法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作为对现实历史的一种反映 ,意识形态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 ,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由和现实生活基础。

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反映和概括 ,尽

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的反映。也

就是说 ,意识形态的根本还在于决定意识形态的现实

世界本身 ,要从历史的发展和经验的因果联系中发现

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在机制。相反 ,如果意

识形态没有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 ,任何政策制定者 ,无

论掩饰的手段多么高明 ,其外交政策也不会在大众中

间引起共鸣的 ,因而是难以持久的。从这一意义上可

以说 ,意识形态不仅依靠政策制定者发挥作用 ,也依靠

大众的认同。

在研究美国对外政策时 ,“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可

忽略的因素 ,它在思想深处潜移默化地释放着力量。

那些可以称作意识形态的观念都有它们历史的和现实

的基础。美国人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看法不是凭空而

来的 ,而是弥散于美国国民的思想意识空间 ,具有深厚

的国民认同基础。美国的天定命运观、美国的传教士

心态以及美国对“自由”的信念等并不仅是宣传话语 ,

而是生长在美国人的自我认识之中。这些观念是属于

需要深入了解和分析的意识形态 ,否则 ,任何评判都将

是不完整的。对于美国人对其他民族的傲慢和偏见 ,

对于自己民族的尊崇和自恋 ,只能通过国际相互理解 ,

用历史的事实法则使美国在思想意识深处“除魅”,使

他们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面貌和思想信念体系 ,用事

实的公正驱除思想意识中的褊狭。历史表明 ,如果用

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人为地把民族与民族对立起来 ,

那么 ,这种对立最终将酿造人类的悲剧与不幸 ,人们不

应重复历史中的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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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and Foreign Policy

By Ren Xiao , Zhao Kejin and Cheng Shuaihua(4)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haping foreign policy making. It should be analyzed at three levels ,i . e. ,as a world2

view ,as a belief system ,and as an excuse for policies. Ideology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specific policy making as a perspec2

tive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 as a tool to integrate different social concepts ,and also as proof to justify foreign policy

making. We have to explore the roots of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in history ,rather than surpassing history or ignoring the limita2

tions that history imposes on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We find some deep2rooted concept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uch as

“fatalism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self2claimed“altruism. ”These ideologies are sometimes explicit , but more often

they are implicit . However , none of them appear by chance without any foundation. They are recognized by both the elite and

the public. Therefore ,the ideological facto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objectively and carefully analyzed.

Culture ,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and Interational Relations

By Chu Shulong( 11)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regarded as basic elements affecting human behavior ,have long kept pace with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period ,due to the east2west ideolo2

gical conflict that was focused on national security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was downplayed. The concept of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was proposed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main idea of which was that clashes of cultures and ci2

vilizations are the major global contradictions at present and in future.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motivated even more scholars

to research this concept . We see from history tha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 among other factors , determine the progress of

mankind. 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may be either good or bad ; however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are not

contradictory. They are not preordained to oppose one another.

The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An Analytic Framework

By Wang Xueyu( 17)

The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both the changes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of the newly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der. There are increasing dynamics that link togeth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of different regions , enabling them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The regionalization of security issues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national interests will affect the orientation of global security , will help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 will become a key factor in national strategy making , and will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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